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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与篡逆:正史数序纪日与历史书写*

牛 继 清

[摘 要]唐太宗屡次索观国史并亲自为“玄武门之变”定性,《旧唐书·太宗本纪》及相关列传以数序纪

日叙述“玄武门之变”,其他列传也以相同方式叙述重大叛、逆事件。追踪溯源,《汉书·王莽传》最早使用

数序干支结合的纪日方式来记录新莽覆亡、刘汉更始的历史,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正史的发展

完善,到唐五代时期,这种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贯彻“春秋笔法”,达到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目的的历史书写方

式已经相当成熟。其思想基础则是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正朔”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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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条由时间的水滴集成的长河,时间单元下的史事连缀是史书编纂的基本程式,即《春秋》
所开创并为历代史家遵循的我国传统史学“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史事编系方

式。自《史记》开始,历代正史均采取传统的干支纪日方式来编系史事,成为正史修纂的基本体例之

一。但偶有变例,史家利用纪时方式的变化进行褒贬,维护正统,体现历史书写,成为传统历史编纂学

的一个特点,笔者曾撰文讨论《旧唐书》利用史事编系方式体现“春秋笔法”的问题①。近十余年,史书

纪时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主要聚焦于纪元研究,如徐冲总结出中古“起元”书写的两

种模式及变化过程②,辛德勇指出汉宣帝改元地节是宣告霍氏专权结束、炎汉重振开始③,孙英刚认为

唐肃宗为构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采取无年号纪年④,尚未见有关史书纪日与历史书写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进一步探索正史使用数序纪日方式体现历史书写的起源、发展及其思想基础,祈请方家纠谬。

一 问题的提出:从唐太宗索观国史说起

唐初,沿南北朝旧制,修史隶于著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别置史馆,在于禁中”⑤,“宰相监

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⑥,设馆修史制度确立,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袭,成为我国历史记载连

续不断和史学发展繁荣的基本制度保障。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曾数次索观起居注,肇皇帝自观国

史、史臣篡改国史流弊,对史官独立修史的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官修正史的“实录”性⑦。
《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杂录上”载: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

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
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
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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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唐太宗观看起居注的不合理要求,谏官朱子奢从君主“饰非护短”,会影响史书“直辞”“极陈善恶”
的角度进行了激烈的劝谏,太宗只好作罢。

唐太宗起意索观起居注在贞观九年,这个时间点很微妙。这年正月太上皇李渊去世,十月,他就

以“用知得失”为理由,要求“亲自观览”起居注。十一月,任萧瑀为特进,参预政事,理由是:“武德六年

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

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①这明显是在制造舆论,强调自己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几件事

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明晰的。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以“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为借口,向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提出观看起居注

的要求,甚而直接发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贞观十三(六)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 大抵于人君得观见

否? 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

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

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②

这次他同样没有能够遂愿。第二年,他就直截了当地对监国史房玄龄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

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固

为良相,然为人谨小慎微,“虔恭夙夜,尽心竭节……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
若无所容”③。于是与兼国史许敬宗等匆忙“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成《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二十

卷奏上。在观览了两种实录后,太宗终于表露出了屡次索观起居注、国史的真实意图,就是要了解对

“六月四日事”即改变唐初历史走向的“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他不满意史官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指责“语多微文”,并指示房玄龄:“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

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 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④虽然在表面上要求

史官“直书其事”,不必隐讳,却强调自己发动政变,弑兄、杀弟、逼父的行为如同“周公诛管、蔡”“季友

鸩叔牙”,是“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直接给这次重大政治事件定性。
《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修撰,《旧唐书·房玄龄传》载:贞观“十八年……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

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

段”⑤。《儒林传·敬播传》:“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

卷。奏之,赐物五百段。”⑥《许敬宗传》载:“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

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⑦《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高祖实录》二十卷,房玄龄撰。《太宗

实录》二十卷,房玄龄撰。《太宗实录》四十卷,长孙无忌撰。”⑧所署责任人均为监修者。《新唐书·艺

文志》则作:“《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

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⑨综合分析,《高祖实录》由房玄龄监修,敬播撰修,后
经许敬宗删改定稿。《太宗实录》由房玄龄监修,敬播、顾胤等撰修,初名《今上实录》,二十卷,仅到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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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十七年,后由长孙无忌监修,续至四十卷。
唐太宗要求“改削”“玄武门之变”记载的旨意得到了贯彻落实,承担任务的许敬宗,“才优而行

薄”①,恰恰是符合太宗要求的史官人选。经许敬宗删改的《高祖实录》,成为唐国史修撰的主要史料

来源。两《唐书》对“玄武门之变”前夕政局变化的叙事是:李建成、元吉兄弟俩妒贤嫉能,向高祖进谗

离间、甚而谋害太宗,高祖昏庸无能,听信谗言,对太宗不公;太宗则雄才大略,委曲求全,万般无奈之

下,才被迫反击,大义灭亲。这正是太宗亲自确定的“玄武门之变”叙事基调。
重大历史事件,其背景、前因、发端、过程和结局十分复杂,由一系列细节性事件构成,涉及众多历

史人物的活动,单纯通过删改国史来掩盖历史真相,很难做到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玄武门之变”的
真相,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仍有或多或少的流露,前代史家利用这些零星史料结合

出土材料基本还原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唐太宗弑兄、杀弟、逼父,以不法手段夺取帝位的行径

得以揭示。
我国早期历史记载已经存在“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晋董狐、齐太史作为上古“良史”的代

表性人物,不畏强权,“书法不隐”,成为激励后世史家的史学精神所在。《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②,更是为历代正史矗立了一个永恒的标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也被后世史家奉为修史圭臬。但如赵盾、崔杼,后世君主和权贵不断以各种方式干预历史记载,对史

官们构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甚至生命威胁。“春秋笔法”作为在我国历史编纂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书写

模式,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解决上述矛盾的最好途径。
“春秋笔法”一方面遵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政治伦理,不能直书“尊”“亲”“贤”者之

恶行;另一方面强调“正名分”,达到“乱臣贼子惧”的政治效果,要通过相对比较隐匿的书写方式完成

褒善贬恶的任务,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③? 这种所谓“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在
《礼记》中表达为:“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④“属辞”是遣词

造句、缀饰文辞,“比事”则是排比和编系史事。由于被认定是孔子发明的修史“义例”,所以自汉代以

降有许多史家运用各种手法,在其著作中贯穿这一义例。
那么,在唐太宗不断干扰起居注及国史撰修,甚至钦定“玄武门之变”性质的情况下,唐代史官无

法在国史中“直书”以曝其恶,会不会采用其他的书写方式来隐晦地表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

与评价呢?

二 《旧唐书》纪、传中的数序纪日

仔细审视《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除《高祖本

纪》外,其他所有相关纪、传,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都是用数序纪日而非干支纪日。
《高祖本纪》:
  (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继统万机,
大赦天下⑤。

该年六月丁巳朔,庚申是初四日。
《太宗本纪》作: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

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

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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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太子建成传》: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太宗乃射之,

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①。

《高士廉传》:
  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

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②。

《长孙无忌传》:
  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

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

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③。

其他相关人物传记均同,如《尉迟敬德传》:“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

奔,左右射之坠马。”④《秦叔宝传》:“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⑤《程知节传》:“六月四日,从太宗讨

建成、元吉。”⑥《张公谨传》:“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
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⑦

《太宗本纪》的记载尤其引人注目,“玄武门之变”采用数序纪日叙事,到李世民立为太子则恢复为

传统的干支纪日,两者划然有别。
除上述“玄武门之变”相关记载外,《旧唐书》列传部分还有多处使用数序纪日方式编系史事的例

子。卷二百的传主是叛逆王朝的“安史之乱”“朱泚之乱”“黄巢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传
记中都有多少不一的大事纪日,而且毫无例外都是数序纪日。如《史思明传》载史思明叛军攻克魏州、
建号称帝之事:

  思明于魏州杀三万人,平地流血数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于魏州北设坛,僭称为大圣燕王⑧。

《安庆绪传》所载略同。而此事在《肃宗纪》作: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是日,史思明自称燕王于

魏州,僭立年号⑨。

又如《朱泚传》载: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三日,杜希全与泚众战于漠谷,官军不利……十五日辰时,梯临城东北隅,城内震

骇。

(兴元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官军入苑,收复京师。
上述诸事,在《德宗纪》分别作: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陇右节度判官、陇州留后、殿中侍御史韦皋为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奉义军节度

使。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合兵六千来援,至漠谷,为贼所败而退……戊子,贼造云

桥,攻东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忧恐,相顾失色。

(兴元元年五月)戊辰,列陈于光泰门外。遣骑将史万顷往神麚村,开苑墙二百余步,贼树栅当之。我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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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传·隐太子建成传》,第2418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第2442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46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第2499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八《秦叔宝传》,第2502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八《程知节传》,第2504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第2506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80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第254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〇〇下《朱泚传》,第5388、5390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第338页。



栅,云合电击,与贼血战,贼党大败,追击至白华,朱泚、姚令言率众万余遁去,晟收复京城①。

而《黄巢传》中黄巢军队西攻,一路陷洛阳,入京师,僖宗出逃,巢建国立号直到败散而走,也都是采用

数序纪日的方式叙述,且与《僖宗纪》中的干支纪日记载相对应。
现有材料表明,我国最早的纪日方式当推天干纪日,嗣后则发展为干支纪日,郭沫若通过对卜辞

的研究,指出:“古人初以十干记日,自甲至癸为一旬。旬者遍也,周则复始。然十之周期过短,日份易

混淆。故复以十二支与十干相配,而成复式之干支记日法。多见三旬式者,盖初历月无大小,仅逮三

旬已足,入后始补足为六十甲子者也。”②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这种干支纪日是商周时期通行的

纪日方式,而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已经有完整的六十干支表刻辞。周代以降,干支纪日成了最基本的纪

日方式,因之也为各种上古史籍普遍使用,如《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顾命》之“越翼日乙丑”,而
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是以干支纪日作为纪时系事基点的。

之前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数序纪日资料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

年历谱”(又作“七年视日”),学者最新研究表明“序数纪日的行用应不早于汉武帝元狩六年,而在武帝

末年至宣帝时期,则已产生并开始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官私文书中流行”③。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干支纪日的方式,开我国历代正史干支纪日的先河。西汉宣帝以后,在社

会上干支纪日逐渐被数序纪日所取代④,干支纪日主要运用于国家所颁历书、诏诰制敕、史书修撰等

领域,包括《汉书》等正史在内的史书一直沿用干支纪日编系史事⑤。
唐代的诏诰、奏表、碑铭,标署日期的形式相当复杂,干支纪日、数序纪日、干支数序结合纪日诸种

形式都有,而以数序纪日居多。唐修国史早已散佚,现存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韩愈《顺宗实录》
两书均用干支纪日⑥,结合《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诸帝实录及两《唐书》的记事形式,可以确定唐修国

史使用的是干支纪日方式。那么,《旧唐书》纂修者用数序纪日这种书写方式叙述“玄武门之变”等历

史事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我们可以通过对汉唐间正史纪日方式的梳理来寻找答案。

三 汉唐间正史数序纪日的出现与演变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司马迁父子撰著《史记》时,数序纪日尚未出现,因此《史记》未见有数序纪日。
从《汉书》开始,汉唐间诸正史均有零星数序纪日,有些分布在《五行》《祥瑞》诸志及各部分的奏表、书
启中。较早者如《汉书·五行志》:“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陨霜杀桑;九月二日,陨霜杀稼,天下大饥。”⑦

疑因原始史料记录各种自然灾害时使用流行的数序纪日,史家未进行换算所致。其后如《南齐书·五

行志》:“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⑧属于久阴久雨,有需要强调

时间段的表达意义。鉴于正史诸志的这种纪事特性,我们对数序纪日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对诸纪、传的

检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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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第342~343页。按,兴元元年五月辛未朔,无戊辰。《德宗纪》五月“戊辰”前尚有癸

酉、丙子、癸未、庚寅、壬辰、乙未诸日,癸酉初三日,丙子初六日,癸未十三日,庚寅二十日,壬辰二十二日,乙未二十五日,则
此“戊辰”当为戊戌之误,戊戌二十八日,正与《朱泚传》相合。
郭沫若:《卜辞通纂》,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9页。
陈侃理:《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文史》2016年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页。
班固:《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载,汉宣帝以书敕责让赵充国,其中有“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 羌”语,第2980页。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上书后主:“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寿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
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1页)晋、宋间大臣上奏表几乎全用数序纪日,参看吕思勉《吕思

勉读史札记·丙帙·历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94页。
范晔:《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本纪下》: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李贤注:“《东观记》曰:‘上以日食避正殿,读
图谶多,御坐庑下浅露,中风发疾,苦眩甚……四月二日,车驾宿偃师。’”则《东观汉记》在干支纪日中间有数序纪日(参看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8页)。
北宋王溥修成的《唐会要》采用数序纪日,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用数序纪日的史书。不过王溥是在唐人苏冕、崔铉等

人所撰《会要》的基础上续补而成,其数序纪日的史事编系方式当是承袭旧制而来。
班固:《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1427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13页。



1.《汉书·王莽传》的数序纪日

《汉书·王莽传》记载新莽政权覆亡,有数处纪日值得特别注意:
  (更始元年即新莽地皇四年)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

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掠,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渐台,欲

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

六日癸丑,李松、邓晔入长安,将军赵萌、申屠建亦至,以王宪得玺绶不辄上、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斩之。

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①。

“二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这种数序与干支结合的纪日方式,两汉之际已经通行,在出土汉简

中比较常见。但在《汉书》纪、传部分,却仅有《王莽传》中的这三例,集中在更始军队攻入长安、王莽为

乱民所杀、新莽政权灭亡这一特殊时段。

2.《三国志》《后汉书》列传的数序纪日

《三国志》诸传中有两处数序纪日,一是《魏书·钟会传》:
  (钟)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矫

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十八日日中,(胡)烈

军兵与烈儿雷鼓出门,诸军兵不期皆鼓噪出……姜维率会左右职,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②。

此事在《三少帝纪》中不系日,仅在“咸熙元年春正月”条下作“是月,钟会反于蜀,为众所讨,邓艾亦见

杀”③。
二是《魏书·方技传·管辂传》: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何晏请之,邓飏在晏许。晏谓辂曰:“闻君著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

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十余日,闻晏、飏皆诛④。

为何晏、邓飏邀管辂为占卦,管辂预言何晏“伤败”之事。
此两例事件均发生在司马氏专权时期,何晏、邓飏在“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氏以“谋逆”罪处死,

而钟会则矫明元郭太后遗诏,欲起兵废司马昭,为部属所杀。
《后汉书》诸传部分,数序纪日有三处:
其一在《皇甫嵩传》,载东汉末年张角联络徒众,组织起义,其弟子马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

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⑤。这次规模极大的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却直接导致

了东汉王朝的瓦解。
其二在《宦者列传·孙程传》:
  (延光四年)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

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

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阎显白太后,征诸王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

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截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

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执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

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

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捍内外⑥。

此事《孝安帝纪》作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⑦《孝顺帝纪》则作“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

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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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0~4192页。
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第792~793页。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50页。
陈寿:《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管辂传》,第820页。
范晔:《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第2299~2300页。
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5页。
范晔:《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42页。



一”①。该年十月乙酉朔,辛亥二十七日;十一月甲寅朔,丁巳初四日。阉宦集团发动政变,拥立顺帝,
本属大逆,而顺帝即位后,授政外戚梁氏,又受宦官挟持,外戚宦官专权,启东汉覆亡之端,因此司马光

评论说:“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嚚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悖逆,荡覆汉室。”②

其三在《列女传》: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

尸骸③。

先秦两汉时期,五月五日是比较重要的岁时节令,被民间视为凶日,以至于生子不举,需要用各种方式

进行禳解,驱邪镇恶。此条记载,其重点应在于强调曹盱没水溺死的背景。

3.《宋书》纪、传的数序纪日

《宋书》纪传中数序纪日事例明显增多,分布范围较广,纪事相对繁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有必

要分类展开详尽讨论。
其一是岁时节令。《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④《刘敬宣

传》:“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⑤《隐逸列传·沈道虔传》:“至四月八日,每请像。”⑥四月八日为佛

教之浴佛节(佛诞日)。《隐逸列传·陶潜传》:“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王)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⑦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有登高、饮菊花酒等习俗。又《文九王传·巴陵哀王

休若传》:
  上以休若和善,能谐缉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征入朝,又恐猜骇,乃伪迁休若为都督

江郢、司、广、交、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湘州之始兴四郡诸军事、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开府如故。

征还召拜,手书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于第赐死⑧。

《明帝本纪》载休若之死作泰始七年七月。“乙丑,新除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⑨七月

丁巳朔,乙丑初九日。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王子乔和陶安公成仙之日,也是汉魏六朝时比较重要的岁时

节令。明帝征召刘休若,以这一节令为借口,让他在七月七日之前赶回建康,旋即杀害。
其二是与北魏的军事交锋。《索虏传》中,有两组数序纪日,一组为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

常八年)北魏攻取虎牢事,四月“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

其月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少帝本纪》作
景平元年“夏四月……乙未,魏军克虎牢,执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归”。四月丁卯朔,乙未二十九日。
另一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班师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拓跋焘亲率步骑十万

南征,兵锋直抵长江北岸。二十八年“正月朔,焘会于山上,并及土人。会竟,掠民户,烧邑屋而去。虏

初缘江举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文帝本纪》作“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

不朝会,丁亥,索虏自瓜步退走”;《魏书·世祖纪下》:“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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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49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二《汉纪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691页。
范晔:《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第2794页。
沈约:《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5页。
沈约:《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第1409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沈道虔传》,第2292页。
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陶潜传》,第2288页。
沈约:《宋书》卷七二《文九王传·巴陵哀王刘休若传》,第1884页。
沈约:《宋书》卷八《明帝本纪》,第168页。

 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第2328、2352页。
沈约:《宋书》卷四《少帝本纪》,第64页。
按《少帝本纪》所载虎牢失陷日期与《索虏传》不合。《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八年)闰四月“己未,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
高都。虎牢溃”(第63页)。闰四月丁酉朔,己未二十三日。史称“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上年十一月丙午(初七日),
滑台失守,魏军即围攻虎牢,至次年闰四月己未(二十三)计一百九十四日,大致相当,则魏书所载为确。《少帝纪》“乙未”当
为“己未”形近之讹,且脱“闰”。《索虏传》“四月”上亦脱闰。
沈约:《宋书》卷五《文帝本纪》,第99页。



赏各有差,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丁亥,舆驾北旋。”①丁亥二日。
此外,《臧质传》载北魏南侵退兵事②,《张茂度传附子张永传》载萧思话北伐军碻磝之败③,《沈攸

之传》载沈攸之北伐失利南奔事④等,也使用数序纪日,基本与《宋书》、《魏书》本纪的干支纪日相合。
如《沈文秀传》:

  (沈)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泰始)五年正月二十四

日,遂为虏所陷⑤。

东阳失陷,《明帝本纪》不载,《魏书》卷六《显祖纪》:皇兴三年(泰始五年)“正月乙丑,东阳溃,虏沈文

秀。”⑥正月壬寅朔,乙丑二十四日。
南北朝分裂时期,东晋南朝诸政权虽偏安东南一隅,但仍以中原王朝正统自居,视少数民族部族

所建十六国及北魏为非正统政权。因此,在刘宋统治者的意识中,北魏政权与刘宋之间的军事冲突,
就是“逆虏乱疆埸”⑦,是对中原正统王权的挑衅,而《索虏传》及相关列传编系宋、魏军事交锋要事,即
用数序纪日。

其三是与篡夺、谋逆、内乱相关之事。《明帝本纪》记前废帝被弑:
  是夕,越等并外宿。佃夫、道儿因结寿寂之等殒废帝于后堂,(永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⑧。

《恩倖列传·阮佃夫传》亦作:
  景和元年(即永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幸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山阴公主并侍侧。
太宗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其夕,帝于竹林堂前,与巫共射之……寂之追而殒之⑨。

《前废帝本纪》则作永光元年十一月,“太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

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堂射鬼。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寿寂之怀

刀直入,姜产之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殒之,时年十七”。是年十一月庚寅朔,戊午二十九日。
又《后废帝纪》载萧道成谋弑事:
  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车,从二百许人,无复卤簿羽仪,往
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其夕,敬则出外,玉夫见昱醉熟无所知,乃与万年同入毡幄内,以昱防

身刀斩之。

同卷前文则作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帝殒于仁寿殿,时年十五”。《南齐书·高帝纪上》亦作元徽

“五年七月戊子……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是年七月壬午朔,戊子七日。
诸传所载涉及晋末和刘宋内乱事例甚多,以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二凶之乱”与明帝泰始二

年(466年)“刘子勋之乱”的相关记载最为典型。《二凶传》载刘劭、刘濬兄弟自弑父到被诛过程,关键

性要事均有数序纪日,最为典型,综合梳理如下:
  (元嘉三十年)二月十四日,刘濬临轩受拜为卫将军、荆州刺史……二十一日,弑帝。

四月十九日,刘骏义军至新林……二十一日,义军至新亭……二十二日,萧斌等攻新亭垒,刘劭登朱雀门督

率……二十五日,江夏王刘义恭出逃南奔……二十七日,刘劭立子伟之为太子……五月三日,鲁秀等攻大航……
四日,江夏王义恭入建康,劭、濬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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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5页。
沈约:《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1913页。
沈约:《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子永传》,第1511~1512页。
沈约:《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第1930页。
沈约:《宋书》卷八八《沈文秀传》,第2224页。
魏收:《魏书》卷六《显祖纪》,第129页。
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第2334页。
沈约:《宋书》卷八《明帝本纪》,第152页。
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列传·阮佃夫传》,第2312~1313页。
沈约:《宋书》卷七《前废帝本纪》,第146页。
沈约:《宋书》卷九《后废帝本纪》,第189~190页。
沈约:《宋书》卷七《后废帝本纪》,第187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一《高帝本纪》,第10页。
沈约:《宋书》卷九九《二凶传》,第2426~2437页。



《文帝本纪》: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①。《孝武帝本纪》:四月“辛酉,上次溧洲。癸亥,
冠军将军柳元景前锋至新亭,修建营垒。甲子,贼劭亲率众攻元景,大败退走。丙寅,上次江宁。丁

卯,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奉表上尊号……五月甲戌,辅国将军申坦克京城。乙亥,辅国将军朱修之

克东府。丙子,克定京邑”②。二月甲辰朔,甲子二十一日;四月癸卯朔,辛酉十九日,癸亥二十一日,
甲子二十二日,丁卯二十五日;五月癸酉朔,乙亥初三日,丙子初四日,与《二凶传》中的数序纪日正合。

刘子勋之乱,《晋安王子勋传》记载比较简略:
  太宗定乱,进子勋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邓)琬等不受命,传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勋为

帝,即伪位于寻阳城,年号义嘉元年,备置百官,四方并响应,威震天下③。

邓琬是刘子勋的谋主,也是这次内乱的发动者,因此《邓琬传》自起事至败亡,对双方交战过程有详细

记载:
  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称子勋教,即日戒严。

立宗庙,设坛场,矫作崇宪太后玺,令群僚上伪号于子勋。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于寻阳城,改景和二年为

义嘉元年。

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万,夜斫山开道,以布囊运米,来饷赭圻。

四月四日,胡自率数千人迎之,常宝等开城突围走。

六月十八日,顗率楼船千艘,来入鹊尾,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断其粮道。

八月二十四日……即斩琬④。

《明帝本纪》泰始二年正月不载刘子勋称帝事,亦未详记叛军一方行动,仅“甲午,中外戒严”“辛亥,骠
骑大将军、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改为豫州刺史,率众军西讨”两条,与刘子勋、邓琬等拒绝受命并称

帝起兵相关。又载刘子勋、邓琬等兵败身死:“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僕

射袁顗,进讨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

死;同党皆伏诛。”⑤正月己丑朔,甲午初六日,辛亥二十三日;八月丙辰朔,己卯二十四日。
又《孔觊传》载寻阳王右军长史孔觊起兵响应刘子勋,随即为吴喜平定详情:
  (泰始二年)二月一日,(吴)喜乃度水攻郡,分兵击诸垒栅。(任)农夫虽至,众力尚少,兵势不敌。

其月三日,(王)道隆与齐王、张永共议……其月四日,齐王急攻之。

其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璪、王昙生等奔渡江东。

其月十九日,吴喜使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寿寂之济自渔浦,邪趣永兴;喜自柳浦渡,趣西陵。

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觊以东西交逼,忧遽不知所为。其夕,率千余人声云东讨,实趣石瀃。先已具

船海浦,值潮涸不得去,众叛都尽,门生载以小船,窜于嵴山村。

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门,囚绥付作部,其夜杀之。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纵兵大掠,府库空尽。

二十二日,嵴山民缚觊送诣晏,晏谓之曰:“此事孔璪所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

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阁外⑥。

《明帝本纪》作泰始二年二月“丁亥,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进号卫将军。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

吴、吴兴、会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诛”⑦。二月己未朔,丁亥二十九日。
除此之外,《王镇恶传》载刘裕矫晋安帝诏遣王镇恶率军西攻刘毅于江陵⑧;《薛安都传》载薛安都

随刘骏讨平刘劭、刘濬⑨;《刘粹传附弟道济传》记刘道济为赵广起义军围攻,死于成都事;《南郡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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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宋书》卷五《文帝本纪》,第102页。
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本纪》,第110~111页。
沈约:《宋书》卷八〇《孝武十四王传·晋安王子勋传》,第2060页。
沈约:《宋书》卷八四《邓琬传》,第2130~2143页。

⑦ 沈约:《宋书》卷八《明帝本纪》,第158、156页。
沈约:《宋书》卷八四《孔觊传》,第2159~2162页。
沈约:《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第1366页。
沈约:《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第2216页。
沈约:《宋书》卷四五《刘粹传附弟道济传》,第1384页。



宣传》载刘义宣举兵对抗孝武帝始末①;《竟陵王诞传》载刘诞起兵反对孝武帝②;《殷琰传》载殷琰被逼

参与刘子勋之叛③;《殷孝祖传》载孝祖西讨刘子勋,于赭圻之役阵亡④;《明恭王皇后传》载后废帝欲鸩

害皇太后事⑤;《沈攸之传》记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事⑥等。也都采用数序纪日方式,大多与相关本纪

的干支纪日相呼应。
沈约在《自序》中也有两例数序纪日,一是其曾祖沈穆夫之死:
  (沈)穆夫时在会稽,(孙)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隆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

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⑦。

一是其伯祖沈田子之死:
  (沈)田子宗人沈敬仁骁果有勇力,田子于(傅)弘之营内请(王)镇恶计事,使敬仁于坐杀之,率左右数十人自

归(刘)义真。长史王修收杀田子于长安稿仓门外,是岁,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⑧。

王镇恶、沈田子之死,《晋书·安帝纪》作义熙“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龙骧将军

王镇恶于长安”。《晋书·安帝纪》作义熙“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龙骧将军王

镇恶于长安”⑨。是年正月丁酉朔,月内无辛巳。但《王镇恶传》及《自序》均在“正月十五日”,则此“辛
巳”当为“辛亥”之误,辛亥十五日。

明帝弑君篡位,是大逆之举,在《前废帝本纪》用干支纪日方式,而在《明帝本纪》《阮佃夫传》中则

均用数序纪日方式载明了前废帝被弑时间。同样,《后废帝本纪》中,萧道成使王敬则等弑君的时间,
在大事编系部分用干支纪日方式,而在篇末历数后废帝诸罪行时,则用数序纪日方式再次揭出。这种

处理方式,既不违帝纪用干支纪日编系要事的传统体例,又能突出体现所记历史事件的特殊性。
其他列传凡大事纪日,都属于东晋末年和刘宋的内部争斗,也均采用数序纪日的方式。这种

内乱无论起因如何,从史书编纂者的立场出发,自然是要从王朝兴替、帝位传承的正统角度来认识

问题,论证现实政权或帝王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不论肇因与立场,胜利者一方夺取或稳固了政

权,就是代表正统的一方,而失败者失去政权或夺权未果,当然是叛乱的一方,内乱就是叛逆与平

叛的关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沈约《自序》中的两例数序纪日。《自序》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

成例,历数家世传承、著史缘起并附《上<宋书>表》。家世溯自少暤金天氏,从十五世祖沈戎开始,世系

传承比较明晰可靠,历代祖先事迹大略可见,不乏寿考、卒年等记载。但去世时间详记至日者仅曾祖

沈穆夫和伯祖沈田子两人,连自己父亲沈璞遇害于“二凶之乱”,也仅载寿考,不著月日。沈穆夫预孙

恩之乱,刘牢之平孙恩,穆之被诛并传首京师;沈田子矫令枉杀王镇恶,随即又为王修所杀,引发关中

驻军内讧,为赫连勃勃所趁,溃败南奔,刘裕义熙北伐成果毁于一旦。因此,沈氏选择这两位有历史污

点的祖先,以数序纪日方式详记死亡日期,用以警戒后世的寓意十分明显。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汉书》到《宋书》,数序纪日的出现、发展和演变,有一条相

当清晰的线索。《汉书·王莽传》虽然名曰为“传”,但须记录王莽主政及“新朝”十余年的历史,其
实际体例类于本纪,即学者所谓“纪其实而传其名”。以史事纪日来论,《王莽传》上、中、下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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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南郡王刘义宣传》,第1800~1805页。
沈约:《宋书》卷七九《文五王传·竟陵王诞传》,第2035~2036页。
沈约:《宋书》卷八七《殷琰传》,第2207页。
沈约:《宋书》卷八六《殷孝祖传》,第2190~2191页。
沈约:《宋书》卷四一《后妃列传·明恭王皇后传》,第1299页。
沈约:《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第1933~1940页.

⑧ 沈约:《宋书》卷一〇〇《自序》,第2445、2449页。
房玄龄:《晋书》卷一〇《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6页。
《宋书》中还有个别史事纪日,无法纳入类型分析。《后妃列传·孝穆赵皇后传》:“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祖

彪,字世范,治书侍御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嫔孝皇,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

日,后以产疾殂于丹徒官舍,时年二十一。”(第1280页)《武帝纪上》:“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
(第1页)兴宁三月丙戌朔,壬寅十七日,不合。
刘咸炘著,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各有细微差异,《传上》记汉平帝、孺子婴时期史事,止于居摄三年末,“元始”为平帝年号,“居摄”虽
以王莽摄政为号,仍属刘汉年号,这部分的六例纪日中五例重大政事,一例日食,均为干支纪日。
《传中》自新莽始建国元年至天凤三年,六例干支纪日,全属天变灾异,无一政事,连王莽即位、新朝

立国也仅作“始建国元年正月朔”,不用干支。《传下》自天凤四年至新莽覆亡,所有纪日均为灾变,
两次大赦亦源于灾异和民变,纪日不及政事,直到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

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①,刘汉“更始”,正统再续,政事复起纪日。而更始军队

进攻长安,城内平民响应,商人杜吴杀王莽,李松、邓晔率军入长安等事,都已经在“更始”年号之

下。“二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这组数序与干支相结合的纪日方式,在《汉书》中仅被运用

于新莽政权覆亡关键史事的编系,有理由认为,班固可能试图通过纪时方式的改变,来表达自己对

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认识与评价。
《汉书》这一细微的体例变化,显然引起了后世史家的特别关注。嗣后,陈寿《三国志》、范晔

《后汉书》列传部分均有数序纪日方式出现,而且都是用于篡逆与叛乱事件的时间标识,说明修史

者已经是有意识地将民间习用的数序纪日与传统的干支纪日相区别。干支纪日用于帝王本纪的

史事编系,属于正统书写;而少量数序纪日在相关列传中使用,表达对篡逆行为进行贬斥的书写意

图,以达到惩恶戒乱的政治目的。到沈约的《宋书》,开始更多地使用数序纪日,事例多,分布广,且
扩展到与北魏之间的军事行动记载中,其主旨上承陈、范,一以贯之,就是用于篡夺、谋逆、内乱事

件的时间标示,表达贬斥的书写意图非常明确。班固的初步尝试,经陈寿、范晔的发展,在沈约《宋
书》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未见古代史家对正史中的数序纪日变例做专门论述,但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的

实际运用,修史者对这种变例隐含的“书法”意义都是心知肚明的。到唐初设立史馆纂修南北朝诸史,
史官们对利用纪日变例表达书写意图的方式已能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如隋炀帝江都被弑,《隋书·
宇文化及传》载:

  (大业十四年)(宇文)智及素狂悖,闻之喜,即共见(司马)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

义宁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众……知计既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

其夜,(唐)奉义主闭城门,乃与(裴)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钥。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

城外相应……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②。

司马德戡等原计划十五日举兵,因前期串联顺利,遂提前到十日夜,十一日弑炀帝。《隋书·炀帝纪》
仅作义宁“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

十”③。在唐人的正统观念中,炀帝之死在李渊拥立的隋恭帝义宁年号下,炀帝已非正统帝王,因而没

有纪日。《隋书·恭帝纪》作义宁二年“三月丙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杀太上皇于江都宫,右御卫将

军独孤盛死之”④。《北史·隋本纪下》、两《唐书·高祖本纪》也都系于义宁二年“三月丙辰”,三月丙

午朔,丙辰十一日。
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当代的现实背景,唐国史纂修过程中,史官们面对“玄武门之变”如此

敏感的重大历史事件,又遭受到来自君主的巨大压力,在坚持“直书”“实录”的优良史学传统与维护正

统、保持政治正确间陷于两难选择时,利用数序纪日这一变例贯彻书写意图,表达历史认识,就成为很

自然的事情了。
北宋君臣对《旧唐书》的“书法”不满:“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

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因此欧阳修等人重修唐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暴

恶扬善,垂鉴后世,即所谓“义类凡例,皆有据依。”⑤不过欧阳修等人更善于用“属辞”的方式来体现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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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80页。
魏徵:《隋书》卷八五《宇文化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89~1890页。
魏徵:《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93页。
魏徵:《隋书》卷五《恭帝纪》,第101页。
曾公亮:《进<新唐书>表》,《新唐书》附录,第6471~6472页。



贬,在《新唐书》中新列了《奸臣》《叛臣》《逆臣》三个类传,用“奸”“叛”“逆”等字眼实现了“一字褒贬”的
意图,后世史家起而效之,使得班、陈、范、沈几代史学家创造的在纪、传中以数序纪日方式贯穿“春秋

笔法”的历史书写方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四 余论:数序纪日用于历史书写的思想基础

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表达历史书写意图,其思想基础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正朔”观念。
所谓“正朔”,其原意自如《礼记·大传》“疏”所释“正谓年始,朔谓月初”①,即“正月初一”,每年的第一

天,后被引申为历法的代名词。至迟在西周,我国就已经有系统完备的帝王“颁告朔之礼”。《周礼·
春官·大史》:“颁告朔于邦国。”注云:“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

之。”②《尚书·尧典》有命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羲叔“平秩南讹”,命和仲“寅饯纳日,平秩西

成”,和叔“平在朔易”的记载③,即与颁朔有密切关系,胡厚宣、陈梦家诸先生都曾经指出《尧典》中的

纪日方式与四方风名等和武丁、廪辛、康丁时的卜辞相通④,说明“颁告朔”之举有可能早在商代就已

经开始了。
“颁告朔”的实质,当如《晋书·武帝纪》所言:“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酉,社以丑。”⑤向天

下颁布实行的历法、该年每月的朔日以及重要祭祀的用日,所谓“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
寅、丑、子所损(建)也”⑥。“颁告朔”必须如期进行,它是王朝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此司

马迁说:“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⑦而“改正朔”就成为新旧王朝更替的一

大标志,既然“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代历法各异,改朝换代自然伴随变易历

法,所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⑧,其最具体的内容便是王

朝初建时新历法的颁布与实施。《史记·殷本纪》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⑨言商

汤时就已经有了如此规整严密的制度,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

朔”⑩,当得其实。刘邦军事集团起自社会下层,其核心成员大多是秦下级官吏以至屠狗贩缯之辈,没
有创建出系统严密的法统理论体系,故而在德运所属上摇摆不定。芒砀初起,有赤帝子斩白帝子之神

话,故取沛县,“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倾向于火德;建国初依然没有确切的认知,
“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

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是奉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上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
正朔,易服色”,则崇土德。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得以用新修的《太初历》代替

了古老的《颛顼历》,“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认定土德,最后完成

了刘汉王朝的法统建设。这个复杂过程充分凸显出“正朔”在王朝法统中的核心地位。
此后便有了“奉正朔”的说法,行用某王朝的“正朔”,即使用某王朝皇帝的年号纪年纪时,也就意

味着服从该王朝的政治统治。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求入朝,召公卿讨论入觐仪式,萧望之有

“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的议论。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焘围攻盱眙,守
将臧质对北魏军队说:“示语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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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四《大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第1506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六《春官宗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第817页。
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尧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第119页。
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二册,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同时参见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四《大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第1506页。

⑧⑩ 司马迁:《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503、1500、1503、1505页。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27页。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9页。
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2页。
沈约:《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1913页。



初年,刘豫建伪齐,即帝位,“赦境内,奉金正朔,称天会八年”①,天会是金太宗年号。
经过汉儒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汉书》纂修时,以“三正”“三统”“五德终始”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包

括“正朔”观念已经完备并趋于鼎盛,为史家利用纪时方式变化区分正统与僭越、篡逆、偏霸,达到正名

尊君这一政治目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班固深谙此道,在《律历志》中详载上古帝王在位年数及与历

法、德运间的关联。因此,他在《王莽传》利用数序干支相结合的纪日方式记载新莽覆亡、炎汉更始的

关键事件,应该不是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尝试。因为更始政权代新莽而起,成为东汉

光武政权的前驱,刘玄亦为西汉皇室苗裔,作为正统王室的过渡阶段,其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毕竟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脱离更始自立为帝,在战胜赤眉(刘盆子)建世政权及割据群雄后取得全国性胜利

的,他认为东汉才是刘汉王朝正统中绝的再续与复兴,并不承认更始政权有正统地位。因此,班固只

能通过纪日方式的变化巧妙地把从西汉至新,再从新至更始、东汉这一正统中断再续的曲折过程描述

出来,既区别了更始政权与新莽政权、东汉政权的不同,又不废史书大事系日的记事之道,从而为历代

正史修纂者贯彻历史书写开启了一条新路径。
历代正史纂修者遵从“春秋笔法”,利用纪日方式的变化贯穿历史书写,达到了他们正名、定分、尊

君的政治目的,完成了作为传统史学家担纲的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的任务,但这种书写方式却使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史家“直书”“实录”的原则,并造成了部分史实记述的无序和史事阐释的混乱,也
给历史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限于本文的性质和篇幅,笔者拟在另文中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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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doxyandUsurpation:RecordingDatewithOrdinalNumeralin
OfficialHistoryandtheWritingofHistory

NiuJiqing

Abstract:EmperorTaizongofTangrepeatedlyaskedtoreadthenationalhistoryandpersonallydefinedthe“Xuanwu
GateIncident”,Jiutangshu:TaizongBenjiandrelatedbiographiesusedthemethodofrecordingdatewithordinal
numeraltodescribethe“XuanwuGateIncident”,andotherbiographiesalsodescribedmajorrebelliouseventsinthe
sameway.Tracingthesources,Hanshu:WangMangZhuanwasthefirsttorecordthehistoryofthefallofXinMang
andtherenewalofLiu Han withthecombinationofordinalnumeralandChinesesexagenarycycle.Withthe
improvementofofficialhistoryinSanguozhi,HouHanshu,SongShuandsoon,thiswayofhistoricalwriting,which
usedthechangeofrecordingdatetoimplementthe“writingstyleofChunqiu”andachievedthegoalofmaintaining
orthodoxy,punishingevil,anddiscouragingchaos,hadbeenquitematurebyTangandtheFiveDynasties.Itsideological
basisistheconceptof“zhengshuo”graduallyformedsincetheWarringStatesperiod,andtheQinandHandynasties.
Keywords:OfficialHistory;RecordingDatewithOrdinalNumeral;WritingStyleofChunqiu;Jiutangshu;Historical
Writing;Zhengshuo

【责任编校 李 恒 吕满文】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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